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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固定源污染治理的成效日益显现, 农业生产活动所导致的农业面源污染已成为水环境质量改善的主要

影响因素。 国内外经过近 40 年的研究, 在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做法。 本文通过从农业面源污

染负荷核算与关键源区识别、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措施评估以及监督指导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政策三个方面对国内外相

关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以期为该领域未来学科发展提供一定的思路和借鉴。 主要建议如下: (1)编制我国监督指导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技术路线图; (2)开展农业面源污染监测网络优化研究; (3)开展农业面源污染评估技术体系研

究; (4)开展构建 “萝卜+大棒” 的治理政策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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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面源污染(Diffuse
 

Pollution, DP)也称非点源污

染(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NPS)是指在农业生产活

动中, 由于农药和肥料(包括化肥和粪肥)的使用、 畜禽

粪便的不合规排放以及分散式农村生活所产生的氮、 磷

等营养物质, 在降雨和地形坡度的共同驱动下, 以地表

或地下径流(含壤中流、 侧渗流)以及土壤为载体, 进入

到邻近受纳水体的一种污染形式。 近年来, 随着对固定

源污染控制的规范化程度和治理成效不断提升, 农业面

源污染已经成为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流域水生态环境受

损的主要影响因素[1-6] 。
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 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就对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技术和政策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
在农业面源污染政策方面, 美国实施的 CEAP 项目中的

最佳管理措施( Best
 

Management
 

Practices, BMPs)计划,
1972 年美国颁布的 《清洁水法》 第 208 条中规定了全

域污水处理计划[7] 。 欧盟 1980 年颁布的 《饮用水法

令》、 2000 年颁布的 《水框架指令》 [8] 以及德国 1996
年 1 月开始实施的 《德国肥料条例》 [9] 都对如何开展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工作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农业面源污

染治理技术主要包括监测技术[10] 、 负荷量核算[11] 、 风

险源模拟与识别[12-13] 、 治理措施效果评估技术[14-15] 以

及污染治理技术[16] 。
国内外经过近 40 年的研究, 在农业面源污染治理

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关键科学技术, 这些对我

国农业面源污染的治理工作起到了很好的参照作用。 本

文将结合我国农业面源污染防控现状和未来管理的实际

需求, 从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技术与政策两个方面进行

论述, 以期为该领域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以及管理实践

提供一定的启示。

1　 监督指导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总体考虑

研究表明, 要实现农业面源污染的有效治理, 需要

采取适当的技术手段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发生机理和传输

过程进行科学分析评估, 找到农业面源污染的关键源

区, 采用适当的工程型或非工程型治理措施, 并辅以必

要的强制监管和经济激励政策, 才能达到水生态环境保

护的目标质量要求。 核心环节包括: (1)农业面源污染

负荷估算; (2)农业面源污染对水环境质量影响的必要

监测; (3) 农业面源污染关键源区识别( Critical
 

Source
 

Areas, CSAs); (4)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措施效果预评估

与筛选; (5)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措施空间优化配置与成

本效益分析; (6)将筛选及评估出的治理措施通过工程

或非工程模式落地实施; (7)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政策

与激励机制。 总体来讲, 前五个方面属于技术环节, 后

两个方面则属于政策保障环节。

2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技术

2. 1　 农业面源污染的负荷核算与关键源区识别

开展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工作首先要明确治理的对

象, 需要以流域为单元进行农业面源污染负荷核算与关

键源区识别( Critical
 

Source
 

Areas, CSAs)。 负荷核算的

目的是为了摸清流域内各类污染源对水环境质量的影响

程度, 关键源区识别的目的则是为了准确地找到对水环

境质量影响最大的污染源空间分布特征[17] 。 研究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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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面源污染的产生及运移过程会受到自然地理条件的

强烈影响, 同一流域内, 不同区域的污染负荷也存在很

大差别[18] 。 通常情况下, 只占流域总面积 10% ~ 20%的

区域, 对流域面源污染负荷的贡献量往往能够达到 80%
左右[19] , 这些污染负荷较高的区域通常被称为关键源

区[20] 。 当前在农业面源污染负荷核算与关键源区识别

方面所采用的技术方法主要由实地监测和模型模拟两大

类, 其中模型模拟又按照所采用模型复杂程度的不同,
可划分为经验模型与机理模型[21] 。

图 1　 监督指导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流程图

实地监测是最能够表征农业面源污染物对水环境影

响程度的一种评价方法, 目前国内外许多研究者也将其

作为首选方案开展研究工作。 例如美国所采取的对照流

域监测方案( Paired
 

Watershed) [22] , 通过选择两个自然

地理条件、 水文气象特征以及农业生产活动相似的流

域, 同时段开展监测工作, 以核算农业面源污染的负荷

量。 我国则主要以小流域为单元开展农业面源污染监测

工作(表 1), 例如北京密云水库上游蛇鱼川小流域就通

过构建溢流堰、 流域入口 / 出口设置监测点位, 开展流

域水土流失过程以及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监测[23] 。 这

些监测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促进了人们对农业面源

污染发生机理及其对水环境质量影响的认识。 但是, 由

于农业面源污染发生过程中涉及较为复杂的环境过程和

营养物质地球物理化学转化过程, 特别是在我国当前人

为活动较为密集地区, 随着空间尺度的扩大, 还会受到

入河排污口以及固定源污染物排污口的影响, 单纯采用

监测手段可能难以有效剥离这些非农业活动所带来的影

响。 因此, 监测技术在大尺度流域内使用时还需要同时

辅以多年高分辨率的空间和时间数据, 以及长时间序列

的水文、 水质同步监测数据, 致使监测的成本较高, 难

以实施。 此外, 农业面源污染过程具有典型的 “零存整

取” 属性, 即很多情况下, 农业面源污染对水环境的影

响并非在一次降雨事件中完成, 而是具有较强的滞后

期, 滞后的时间从几个月至上百年不等[24] , 这就使得

基于监测技术对农业面源污染负荷量进行核算的方法具

有较大的局限性。
表 1　 小流域面源污染监测指标

指标类 指标组 指标 监测方法

自然
环境
指标
类

地貌指标组 坡度、 坡长
调查法、

3S 法

气象指标组
气温、 降雨量、 蒸发
量、 太阳辐射、 大风
日、 风速、 日照

地面观测法、
资料分析法

土壤指标组

土壤类型、 土壤质
地与组成、 有效土
壤厚度、 土壤有机
质及养分含量、 pH
值、 渗透速率、 总
磷、 总氮等

调查监测法、
地面观测法、
资料分析法

植被指标组 植被类型、 覆盖度 3S 法

水文指标组

径 流 深、 输 沙 量、
泥 沙 含 量、 总 磷、
有效磷、 氨氮、 总
氮、 化 学 需 氧 量、
pH 值等

采样监测法

社会
经济

因子指
标类

社会指标组

人口、 耕地、 林地、
草地、 城镇用地等
土地利用类型面积、
畜禽养殖量、 化肥
使用量及种类、 农
药使用量及种类

调查监测法、
3S 法、 资料
分析法

相比实地监测而言, 模型模拟作为开展农业面源污

染负荷核算与关键源区识别的重要技术手段, 适用范围

则更加广泛。 经验模型通常不考虑农业面源污染物入河

过程中所涉及的物理、 化学及生物反应过程, 而是以建

立农业面源污染物输入与输出之间的量化关系为原理开

展模拟, 具有操作简便、 数据需求低等优点, 但是对于

小尺度区域内异常值和极端事件的预测效果较差, 会产

生较大的误差。 机理模型则通过将气象、 地形、 植物生

长、 农业生产活动等影响农业面源污染发生的众多因素

概化为模型参数, 借助 GIS 处理平台对农业面源污染发

生、 传输等全过程进行模拟, 具有模拟精度高、 模拟结

果数据连续性好等优点, 但是对输入数据质量和操作人

员水平要求较高, 在实际管理中的应用受到了一定的影

响( 表
 

2 )。 经 验 类 模 型 如 输 出 系 数 模 型 ( Export
 

Coefficient
 

Model, ECM ) [25] 、 磷 指 数 法 ( Phosphorus
 

Index, PI) [26-27] 。 机理类模型如 SWAT ( Soil
 

and
 

Water
 

Assessment
 

Tool) [28] 、 AnnAGNPS( Annualized
 

Agricul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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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 - Point
 

Source
 

Pollution ) [29] 、 SUSTAIN ( System
 

for
 

Urban
 

Stormwater
 

Treatment
 

and
 

Analysis
 

Integration) [30] 、
HSPF(Hydrological

 

Simulation
 

Program-Fortran) [31] 等在

关键源区识别过程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表 2　 BMPs 评估工作相关研究进展[33]

模型 类别 空间尺度 模拟的时间尺度 适用区域 优势 局限性

输出系
数模型

经验型 流域尺度 年 农业流域
所需数据资料少, 计
算简便

不考虑污染物运移过程,
小尺度区域模拟精度不高

PI 概念化 地块或子流域尺度 年 农业流域
操作简便, 所需数据
资料少

模拟结果无量纲, 是对农
业面源污染发生风险的相
对表征

AGNPS 机制型 子流域 日 农业流域

可对不同子流域的土
壤侵蚀空间分布及其
对水质的影响进行模
拟, 且计算速度较快

模拟基本单元为无限细分
的子流域, 做精细化模拟
过程中与实际情况不符

HSPF 机制型 子流域或流域尺度 日
农业流域和
城市区域

对径流的模拟效果较
好且

实测基础数据要求较高,
且无法将中国本地化的土
壤属性和土地利用属性参
数进行输入

SWAT 机制型 地块至流域尺度 日 农业流域

考虑了汇流和泥沙汇
合过程; 结合 GIS 开
发了水土保持模块;
易于使用

对于农业面源污染物在河
道传输过程模拟不足

　 　 以上这些模型技术均为国外研究人员所建立, 一些

模型参数在我国的适用性还不高, 比如 SCS-CN 径流曲

线数模型中, 采用了 CN 来综合反映土地利用、 坡度、
土壤类型以及前期土壤湿度等参数对径流产生过程的影

响, 但 CN 值表中反映的是美国的地域特征。 同样地,
还有 SWAT 模型中关于土壤侵蚀的模拟模块中采用了

USLE 方程, 其中坡度参数是美国农业部在平均坡度为

5%的实验地块中的监测结果, 而我国大多数地区地形

坡度起伏较大, 与美国连片农场式的农业生产方式有很

大差别, 直接使用该模型测算会产生较大误差[32] 。 因

此, 在未来研究中, 如何构建适用于我国本地化特征的

农业面源污染分析模型将是研究工作的重点。
2. 2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措施评估

实施最佳管理措施被认为是进行农业面源污染治理

的最有效途径。 最佳管理措施是指为了防止或减少农业

面源污染, 从而达到水质目标而采用的方法、 措施及措

施的组合[34] 。 根据美国农业部的定义, 最佳管理措施

可分为工程型和非工程型两类, 美国农业部的最佳管理

措施数据库结果显示, 仅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措施可细分

至 18 个不同的类别, 总量达到 200 种以上。 工程型措

施主要通过在特定点位开展工程措施建设, 如植被缓冲

带、 人工湿地等, 侧重于对农业面源污染物传输过程的

拦截和受纳水体的治理; 非工程型措施则包括化肥减

量、 残茬覆盖等, 侧重于农业投入品的源头减量。
与固定源污染治理不同, 受降雨强度、 坡度地形以

及土地利用的影响, 面源污染具有很强的时空差异性,

决定了面源污染治理不能采用与固定源相同的标准化治

理模式, 而是要因地制宜采取适当的治理措施。 这就需

要对治理措施进行预评估以筛选正确的治理措施。 此

外, 实施之后还要对措施进行后评估, 以便于及时矫正

治理措施存在的偏差与不确定性。 当前较为常见的最佳

管理措施评估方法有实地监测、 机理模型模拟以及最佳

管理措施数据库。 如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 美国怀特水

务工程公司( Wright
 

Water
 

Engineers, inc. ) 就在美国农

业部自然资源保护局等单位的资助下开展了最佳管理措

施评估数据库的构建, 目前已经建成了全球范围内的第

一个最佳管理措施评估数据库。 该数据库中包括约 160
种农业 BMPs 和 150 种城市 BMPs, 且免费对外开放。
用户可通过检索该数据库来获取拟实施的各项措施对目

标污染物的潜在削减效率以及实施所需的成本数据, 为

BMPs 的实地配置工作提供决策分析依据[35] 。 在欧洲,
自 2005 年起有超过 30 个国家共同发起了名为 “ Cost

 

action
 

869” 地表水和地下水中营养物质削减措施评估

计划, 构建了包括养分管理、 农田管理、 化肥施用管理

等八类措施在内的 BMPs 成本—效益评估数据库, 可对

欧洲地区用户提供便捷高效的 BMPs 配置决策依据[36] 。
我国在最佳管理措施数据库的构建领域也开展了一些研

究, 如密云水库流域最佳管理措施评估工具箱, 就通过

对 200 余篇相关研究成果中关于最佳管理措施评估效率

的内容进行收集, 构建基于统计模型的评估方案。 用户

只需要输入目标区域的坡度和土壤属性即可对某项最佳

管理措施实施后可能产生的污染物削减效率进行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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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37] 。 以上这些研究成果对开展最佳管理措施的评估

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但是只能针对单一类型的最佳

管理措施进行评估, 而单一措施普遍存在 “保一损一”
现象, 如与传统耕作相比, 少耕法或免耕法虽然能够减

少地表径流中的氮负荷, 但是会增加硝酸盐氮淋溶量。
另一方面, 等高耕作地表径流中硝酸盐氮、 氨氮、 磷酸

盐浓度均高于传统耕作法地表径流氮、 磷浓度[38] 。 因

此, 对农业面源污染最佳管理措施的评估必将从单一措

施的评估向多种措施组合评估发展, 污染防治措施的综

合建设及优化组合是减少农业面源污染和改善流域水环

境质量的有效途径。
2. 3　 监督指导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政策

随着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技术日趋成熟, 未来实现有

效治理更多的是政策、 体制以及经济问题。 这就需要在

已有理论研究基础上, 制订具体的政策措施, 并逐步付

诸实践, 以达到预期目标。 当前我国关于农业面源污染

治理的政策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目前只在一些部门和

地方的行动方案中有所提及, 如原农业部(现农业农村

部)印发 《关于打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

见》 (农科教发 〔2015〕 1 号), 更多地侧重于如何针对

农田系统、 畜禽养殖等进行污染防治, 并未将污染治理

与实现流域水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有效地衔接。
美国和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开展了一些尝试性研

究, 尤其是美国在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政策体系研究方面

的进展较为突出。 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 美国就开展了

关于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相关的立法研究, 如 1977 年

《清洁水法(修订案)》 中增加了农村清洁水计划, 通过

实施最佳管理措施以控制土壤侵蚀, 减少农业面源污

染。 随着 《清洁水法(修订案)》 中对 TMDL 计划相关

要求的出台, 美国逐渐建立起了国家负责监督、 评估、
资金和技术支持, 各州政府负责组织协调实施的农业面

源污染治理机制, 同时还建立了 “源头目标约束—全要

素治理要求—监管手段—治理机制—末端治理要求” 等

全过程监管的法规、 政策以及保障体系。 例如美国加州

《灌溉土地管制计划》 中规定了对农业面源污染排放的

监测和监管、 向农民提供技术服务以及协助农民配合相

关监管工作三个主要目标。 还将全州划分为 9 个区域,
分别设置区域水质控制委员会, 根据区域本底状况制定

标准、 发布废水排放要求, 采取适当的执法行动, 形成

各自的农业管理方案。
农业面源污染监管对象是农民的特点决定了采用强

制监管政策很难达到预期效果, 必须辅以有效的经济激

励政策。 如生产税、 环境税 / 补贴、 政府资助以及水质

交易等手段。 以水质交易为例, 与传统的企业之间、 区

域之间开展的排污权交易不同, 以美国为代表的水质交

易体系是通过将政府、 企业以及流域内附近农场主进行

利益捆绑的一种多元参与的环境激励机制。 水质交易的

理论基础最早由经济学家 Dales 和 De
 

Lucia 提出[39-40] 。
首次将其应用于水污染治理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 在美

国威斯康星州的 Fox 河流域开展了水质交易的首次试

点。 随着 TMDL 计划在各州层面的广泛实施, 自 2000
年起, 各州分别就水质交易(包括点源与点源以及点源

与面源)计划开展了大量的研究。 截至 2015 年底已经有

36 个州共 52 个流域开展了水质交易计划研究, 其中关

于点源—面源污染之间的交易研究共 24 例, 有 20 例研

究是针对氮、 磷等养分的交易研究, 取得了较好的水质

改善效益[41-42] 。 现阶段, 我国在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

政策体系研究方面才刚刚起步, 强制监管措施、 经济激

励机制均比较缺乏, 而国外的经验又不能拿来就用, 因

此, 未来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研究

将是重点领域。

3　 结论和建议

(1)当前我国水环境质量改善的突破点已从固定源

污染治理转至农业面源污染治理。 因此, 要在科学评估

面源污染监测体系的基础上, 结合生态环境部环境监管

工作的实际需要, 建立监督指导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体系

的路线图, 明确治理的目标(含短期、 中期、 长期)、 任

务(含监测点位的完善、 指标标准的细化、 重点治理技

术研发等)、 对策(治理的体制机制、 政策措施以及激励

机制)。
(2)当前在小尺度区域内农业面源污染负荷核算与

关键源区识别的研究已日趋成熟。 构建强大的监测网络

体系将是未来研究工作的重点。 要立足于现有全国地表

水环境监测网络, 针对面源污染特点, 综合考虑监测的

最优空间尺度, 确定监测频率及监测点位布设模式。 设

置单一流域对比监测、 流域上下游监测、 相邻流域同步

监测、 对照小流域监测、 水质变化趋势监测、 水土协同

过程监测及地块边缘监测等不同的监测点位布局模式,
为精准分析农业面源污染变化趋势、 污染源识别以及污

染控制措施效果的响应情况提供数据支撑。
(3)要开展适用于我国国情的农业面源污染评估技

术体系研究, 包括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措施的设计、 建设

以及运行标准。 要构建参数本地化的模型模拟系统, 并

通过试点示范研究, 将模型评估技术纳入面源污染环境

纠纷事件调处工作中。 以美国的磷指数模型为例, 目前

就已经在 47 个州作为农业面源污染风险源评估工具得

到应用。
(4)我国农业面源污染管理和控制政策措施相对分

散, 没有形成系统的体系。 要加快构建以经济激励为

主, 强制监管为辅的政策措施体系。 在实际操作中, 针

对面源污染较重的地区, 在短期内可采用命令控制型政

策加强管制, 待面源污染恶化趋势得以有效控制以后,
则通过建立基于 “阶梯价格” 的化肥消费税、 农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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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以及流域水质交易等激励措施和劝说教育政策, 鼓励

更多的涉益者参与到面源污染的全过程控制环节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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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of
 

point
 

source
 

pollution
 

control, the
 

eutrophication
 

of
 

surface
 

water
 

has
 

be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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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ndemic
 

global
 

problem. For
 

the
 

last
 

40
 

years, a
 

lot
 

of
 

the
 

research
 

was
 

conducted
 

in
 

U. S, EU
 

and
 

China
 

and
 

so
 

on,
which

 

provides
 

a
 

great
 

deal
 

of
 

valuable
 

experience
 

to
 

continue
 

carrying
 

out
 

this
 

research. In
 

this
 

article, we
 

review
 

the
 

current
 

knowledge
 

about
 

the
 

assessment
 

of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load, the
 

identification
 

of
 

critical
 

source
 

areas
 

of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the
 

placement
 

and
 

effectiveness
 

assessment
 

of
 

best
 

management
 

practices
 

for
 

non - point
 

source
 

pollution
 

control
 

and
 

the
 

policy
 

design
 

for
 

non -point
 

source
 

pollution
 

control
 

in
 

national
 

scale. The
 

main
 

suggestions
 

are
 

as
 

follows: (1)
 

to
 

compile
 

a
 

technical
 

roadmap
 

for
 

supervision
 

and
 

guidance
 

of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in
 

national
 

wide; (2)
 

to
 

make
 

an
 

in-depth
 

research
 

on
 

optimizing
 

the
 

monitoring
 

network
 

of
 

surface
 

water
 

for
 

improving
 

the
 

basic
 

database
 

while
 

coupled
 

with
 

the
 

flow
 

monitoring; (3)
 

to
 

make
 

a
 

series
 

of
 

research
 

work
 

about
 

the
 

parameter
 

located
 

in
 

order
 

to
 

develop
 

a
 

model
 

system
 

for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control
 

in
 

China; (4)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policy
 

research
 

about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control
 

and
 

form
 

a
 

policy
 

system
 

with
 

carrots
 

and
 

sticks.
Keywords: non-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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